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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秩序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谢　岳　葛　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维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
这个现象颠覆了政治学的一个经典结论。作为一个例外，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城市化与
政治稳定彼此共生的问题？本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
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基本的发现
包括：（１）中国的城市化是提高国家的财政能力的重要手段，而财政能力的提高反过来
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效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
距；（２）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
与国家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系；（３）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在城市底层人口中建立
政治支持，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或者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利益冲突的国家救济。
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共同作用，带来了城市在秩序治理方面的有
效性。
关键词：城市化；国家基础权力；秩序治理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０６／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７０９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

城市化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的常见的战略选择，不过，
城市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为了避免城市化有可能造成的政治威胁，发
展中国家通常采取“城市偏向”（ｕｒｂａｎ　ｂｉａｓ）的再分配策略，试图降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满。①

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又削弱了国家的初始目标，诱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从而进
一步提高了人口聚集的密集程度，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②

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取得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
时间里，城市化率在２０１４年已经达到了５４．７７％，城镇常住人口７４　９１６万人，超过了乡村常住人
口的６１　８６６万。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城市化速度惊人、城市人口密集度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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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城市化带来的集体抗议并没有对政治稳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城市的秩序总体上
保持了持续稳定。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例外现象呢？作者认为，国家基础权力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的建设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个现象。
国家的基础权力指的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以及在社会当中贯彻政策的能力。④ 迈克尔·

曼认为，这种能力既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也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通过提升财政能力、改善人口控制等机制，国家基础权力对政权的存续和政治稳定还发挥着根本
性的作用。⑤ 国家基础权力首先来自于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抽取、规制和控制
能力。⑥ 其次，国家的基础权力来自于国家对人口的控制程度，基础权力越强大，空间控制的范围
越广、越巩固；国家基础权力对社会的影响既来自于自身有目的性的努力，也来自于那些非目的性
的间接行动。⑦ 再次，基础权力概念并非将社会对立起来，相反，强调将国家与社会并置；基础权力
的力量正是来自于国家有效地维持了对社会行动者的政治联系。最后，政治稳定取决于国家在微
观基础上的影响力，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将各种细微的矛盾和纠纷消解掉。⑧

一、城市化：财政增长之引擎

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增长来自于资源（如人口、土地、产业聚集等）相
对高效率的集中利用。⑨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率和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
低城市化水平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瑏瑠，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瑏瑡。这种低城市
化率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里得到了逐步改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促进了人口的流动、经济
的繁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城市化本身对国家财政能力的提高，具有直接的
正面效果。
通过资源的集聚，城市化带来了经济繁荣，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产业集

中、更多的消费，等等。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改变行政区划，以此来扩大城市规模。

１９８０年以来，扩大城市规模的办法主要采取“撤县设市”和“撤县设区”两种办法。１９８０年，全国
总共新设立了县级市的数目为１１０个，１９９６年增加到４４５个。瑏瑢 １９９８年之后，“撤县设区”的政

６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２５（２）：ｐｐ．１８５－２１３．
Ｄａｎ　Ｓ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ｆｉａ　Ｆｅｎｎｅｒ，“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ｙ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１，６５（１）：ｐｐ．１５－２９．
Ｈｉｌｌｅｌ　Ｓｏ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Ｖｏｍｈａｕ，“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３（３）：ｐｐ．２１９－２３０．
Ｈｉｌｌｅｌ　Ｓｏｉｆｅｒ，“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３（３）：ｐｐ．２３１－２５１．
ＣｈｉｎｇＫｗａｎ　Ｌｅｅ　ａｎｄ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ｒｇａｉｎ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８（６）：ｐｐ．１４７５－１５０８．
Ｊａｍｅｓ　Ｃ．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Ｊ．Ｖｅｒｎｏ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５３（１）：ｐｐ．９８－１２５．
Ａｕ　Ｃｈｕｎ－Ｃｈｕｎｇ　ａｎｄ　Ｊ．Ｖｅｒｎｏ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ｏ　ｓｍａｌｌ？”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７３（３）：ｐｐ．５４９－５７６．
Ｔａｏ　Ｄｅｎｎｉｓ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ｎｇ　Ｃａｉ，“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ｄｉｖｉｄｅ．”Ｉ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Ｈｏｐｅ，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ｕ　Ｙａｎｇ　Ｌｉ（ｅｄｓ．）Ｈｏｗ　Ｆａ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３８９－４１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课题组，《我国县级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ｄｙｂｇ／ｇｑｄｙ＿ｊｊ／２０１３１２／ｔ２０１３１２２３＿９２１１１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６月５日。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谢　岳，等　大都市秩序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策代替了“撤县设市”的办法，县级行政单位在逐渐减少，市辖区（县级）的行政单位在逐渐增加。

２００２年，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２　０３０个，到了２０１４年，这个数量减少到１　９５７个；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１４年，全国共有市辖区分别为８３０个和８５７个，总共增加了２７个。瑏瑣 “撤县设区”打破了原有
的行政界限，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统一决策。更重要的是，“撤县设区”
带来了人口在本县（区）和外省人口迁移的显著增加，促进了本县（区）内人口的城镇化和农村劳
动力的跨省迁移；市场潜力越大，经济发展潜力越大，“撤县设区”带来的人口增长效应就越高。瑏瑤

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还来自于建设用地和住房需求的增加。建设用地的大规模使用，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明显增长。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５年，国有建设不仅投入的总量在不断增加，而且这
些新增加的土地（部分来自于农业耕地）绝大多数优先用于工业投资、房地产住宅和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工业用地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之间所占比重较大，达到４０％以上，随后保持在２１％－
３５％之间；房地产和住宅用地量比较稳定，波动较小，但总体上保持一个相对大的用地总量；基
础设施的用地量总体比重较高，但是，不同于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在不断增加，２０１４年与
２０１５年，比重甚至超过了５０％。瑏瑥 建设用地的使用偏好不仅满足了工业化的需求和城市生活的
消费需求，也直接产生了经济效益。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５年，土地供应量年平均增长率为６．４７％，而
土地出让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１５．８７％。瑏瑦

土地与住房市场的形成以及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发展创造了极好的
机会，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土地出让金对财
政收入的贡献率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例，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平均贡献率达到４８．５６％；２００２年，全
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总收入为２　４２０亿元，而２０１３年，出让金的规模飙升到近４０　０００亿元，增
幅接近２０倍。瑏瑧

土地供应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可以通过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得到支持。从２００５年
至２０１４年，国家对城市房地产用地保持了稳中有降的调控政策，用地总量适中；房地产用地的
价格在逐年增长，在建设用地转让收入中所占比例较高，贡献率较大，年平均达到３５．９６％；房地
产对建设用地转让收入的贡献率缓慢降低，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９．３８％降低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９．５１％。瑏瑨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方面反映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住房消费需求
在增加。

二、在城市新空间嵌入国家元素

社会是否稳定取决于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国家在社会当中所能达到的范围，包括新兴
的空间和新出现的人群；凡是国家组织难以覆盖的范围，往往成为社会不稳定滋生的土壤。瑏瑩 改
革开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改革，也是一项制造新社会的系统工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塑造
下，城市的社会结构和居住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城市人口主要由“单位”
分配福利性住房，居住格局也通常以“单位”为单元，在工作背景、社会地位以及其他阶层特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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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瑧

瑏瑨

瑏瑩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瑏瑦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５；《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来自于《中国国土资源公报》，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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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居民的同质性很高；人口管理的大部分职能由“单位”代管。瑐瑠

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城市国有企业的转制以及单位制度的逐渐解体，计划经济下的“单位”
逐渐停止了对城市职工的福利性分配房屋，已有的“单位”房屋在职工上缴一部分款项之后，转
变为个人拥有的产权房，称之为“售后公房”；随着“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售后公房”也逐渐
从“单位”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实行属地化管理。瑐瑡 在土地市场以及商品房市场形成之后，经济
条件较好的城市人口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购买那些品质更为优越的商品房。这些拥有私
人产权的商品房实行封闭式管理，居民来源和背景异质性很强，流动性大，房屋居住状况复杂
（自住或出租）。这种居住小区被称为“商品房住宅”。在大城市中，“售后公房”与“商品房”是住
宅构成的主体，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两类房屋当中。瑐瑢

房屋产权私人化创造了新的城市空间和新兴人群的出现，城市基层社区的利益结构与人际
互动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为新型阶层的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条件。瑐瑣 在私人的城市空
间，个人产权与公共利益等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在９０年代初期，由于房屋市场化刚
刚起步，有关房屋产权的相关制度没能及时跟进，物业管理服务也很匮乏，例如，１９９４年，只有
１０％的小区提供物业管理的服务。瑐瑤 当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制度化之后，物业管理公司迅速地发
展起来，它们的出现满足了住宅市场的服务需求。不过，房屋的私人特性导致新居民经常利用
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财产权。瑐瑥 业主们常常会因为付费的物业管理得不到相应水平的服务而产生
不满；他们也会因为房屋开发商不遵守合同而采取集体抵制；涉及环境污染问题，业主们还会采
取跨小区的联合行动。瑐瑦 房屋私人产权还带来了人们自主权力的增加，业主们不仅按照自己的
喜好来选择生活方式，而且具备了抵制国家动员的条件和能力；在许多城市社区，这种自主权有
时会演变为阻碍国家政策的力量；相对于其他群体，中产阶层的行为表现得更加不顺从。瑐瑧

如何让城市新成员在新的居住空间中既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又能维持社区的和谐，是国家面
临的一项新任务。国家迫切地需要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新的空间和新的人群。国家在城市基
层社区的渗透，是通过安排一套制度来实现的。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国务院通过的《物业管理条
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个制度赋予了房屋业主的自治权，社区里的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
业主的自治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实施：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讨论、决定业主的各项重大事
项，如选聘、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负责全体业主的日常工作；业主
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监督物业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业主自治不仅能够减轻政府的治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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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且还能够培养居民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与公共参与精神。瑐瑨

在业主自治的制度当中，居委会被赋予了联系国家与城市新居民的“传送带”与“润滑剂”的
功能。２０００年前后，居委会在城市治理当中的作用得到重新重视和强化，过去许多由单位执行
的功能开始向居委会转移，如社区治安、养老服务、扶贫救助等。瑐瑩 在规范层面上，居委会负责对
业委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在实践层面上，业委会的工作离不开居委会的支持。瑑瑠 居委会对业委
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物色可靠的业委会成员，向政府推荐这些人选。居委会挑选委员会成员
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些候选人是否是中共党员；同时，居委会干部也会把学历、工作经历、人
品等因素考虑在内，确保业委会成员当选之后能够真正甘心为业主服务，不谋私心，顾全大局。瑑瑡

如果居委会能够物色到一个称职的业委会班子，居委会在小区内的工作也会更加得力，工作目
标更加容易实现。瑑瑢 居委会在小区内部的动员依靠两部分力量：一是，退休业主党员组成的党组
织；二是，居委会在居民楼中选拔的楼组长们。上述两个群体的力量在居委会指导业委会工作
的过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既是志愿者的“储备库”，又是党和政府在基层社区的依靠力
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居委会指导业委会选举结果的重要保障。瑑瑣

由于新的业主文化素质和维权意识较高，“协商民主”成为居委会处理业主维权行动的有效
形式。瑑瑤 居委会解决矛盾的通常做法是将矛盾处理过程尽量公开，由居委会牵头，将当事人、业
委会、街道政府和区／县房管部门找到一起，面对面地陈述案情，多方讨论，最后拿出一个大家都
能接受的方案。居委会还利用多种手段，例如，沙龙、微信群等，为全体业主创造知情的机会，动
员业主们对社区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发挥各自的长处，建言献策，尊重民意，减少矛盾。“协商民
主”的形式不仅减少了矛盾，也塑造了业主维权的参与模式：一方面，业主维权更多地依靠居委
会这个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传送带”作用，将不满情绪和诉求有序地通过居委会向上报告、协调；
另一方面，业主在维权当中逐渐地学会了如何在维持社会和谐的大前提下来满足个体的要求。瑑瑥

三、通过再分配抑制不平等

尽管“城市偏向”的政策由于资源聚集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繁荣，不过，如果国家（如非洲和
南美洲的部分国家）缺乏有效的干预，城市化势必会带来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而为政治不稳定
“埋下了伏笔”。瑑瑦 事实上，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化就吸取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经验教训，借助于国家的力量，采取“去城市偏向”的政策，运用再分配等手段，将城乡、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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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有效地降低了不平等对政治秩序的潜在压力。瑑瑧 国家“去城市偏向”政
策体现在三个基本面向：一是，实施大都市的郊区化政策，为贫困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均等的城
市公共服务；二是，在农村地区推行小型城镇化政策，既减轻大都市的人口压力，又可以让更多
的农民分享城市生活；三是，在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间建立起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人
口之间的贫富差距，降低贫困人口在市场竞争中的社会风险。
大都市的郊区化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执行了。郊区化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

为了拓展工业化的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过于拥挤的物理空
间而产生的种种“城市病”。大都市的郊区化意味着，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逐年下降，近郊和远
郊区的人口密度逐年增加。城市人口不断地迁入郊区，受到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郊区化
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产业向郊区迁移既有利于工业发展，又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其次，
吸引人口向郊区流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加大对近远郊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缩短郊区与中心城
区的差距；再次，建设充足的住宅市场，以便满足人口迁移的居住需求；最后，人口郊区化政策还
依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行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政策，同时，允许外来人口享有当地市民同等的
户籍待遇。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小型城镇化政策。在过去十多年里，

通过合并和撤销农村行政建制、实行城镇行政建制，调整行政区划，越来越多的农民迁入规模较
小但基础设施较好的城镇，既增加了就业机会，又改善了生活条件。在小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
中，乡镇和行政村的数量明显减少：１９９６年，全国乡镇数量为４５　４８４个，到了２０１３年，减少到了

３２　９２９个。瑑瑨 基层自治组织的变化反映了小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２００５年以来，农民自我管理
的组织（村委会）逐年减少，而城镇居民自我管理的组织（居委会）则逐年增加：２００５年，全国村委
会总数高达６２．９万，２０１４年，减少至５８．５万；２００５年，全国城镇居委会总数为７９　９４７个，２０１４
年，增加至９６　６９３个。瑑瑩 乡镇和行政村数量的减少，目的是扩大县级和县级以下城镇的规模，发
挥居住的聚散效应；村委会减少和居委会显著增加的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散居的村庄，
迁入城镇居住和就业。
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国家在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中间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本

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
对象１　８７７万人，而２００１年只有１　１７０．７万人，增长幅度达到１６０％以上；在农村，２００１年只有

３０４．６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贴，但是，到了２０１４年，５　２０７．２万人纳入低保范畴，增长了１７．１
倍。瑒瑠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级政府
用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投资达到３９３．４亿元，人均生活保障金２０５．３元／月，到了２０１４年，各
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７２１．７亿元，低保人均标准４１１元／月；在农村，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级政
府总共投入了２２８．７亿元用于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标准８２．３元／月，２０１４年，各级财政共
支出农村低保资金８７０．３亿元，人均补助水平１２９元／月。瑒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基金制度的建立也是均等化城市与农村

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此项制度的建立总体而言，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支出标准愈来愈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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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４。
《社会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１－２００９；《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数据分别来自于民政部《社会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８和《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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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城镇，那些没有就业的人口享受了政府不断完善的医疗福利。２００７
年，城镇居民共有４　２９１万人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了２０１１年，这个人数增加到２２　０６６万
人；在农村，２００４年，全国只有３３３个县／区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有８　０００万人被纳入
医疗救助的范围，但是，到了２０１１年，全国共有２　６３７个县／区开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参保人数
高达八亿三千多万，是２００４年的１０倍。瑒瑢 在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背景之下，政府逐
年增加财政开支是一个重要基础。仅就民政医疗救助为例，２００８年，全年医疗救助支出６８亿
元，其中，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１１亿元、大病救助资金
４８．８亿元，年人均资助参合水平２０．７元和参保水平６０．５元。瑒瑣 ２０１４年，政府支出医疗救助资
金２５２．６亿元，其中，资助参保参合４８．４亿元、住院救助２０４．２亿元，资助参合参保水平分别达
到年人均７２元和１８６元。瑒瑤

四、重构社会秩序的治理体系

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剧、利益诉求的变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城市化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
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尽管绝大多数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过，少数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
会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城市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对于城市社会秩序
的治理，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央初步提出，通过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新型有效的
社会控制体系，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失序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创新与实践，综合治理的
政策内涵得到了不断丰富，政策体系的合理性显著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也因此得到极大的
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种整体治理，强调系统性、协调性、基层性。瑒瑥 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为主要政策的城市整体治理，从根本上讲，政策的良好绩效取决于三大关键机制的有效运转。
第一个关键机制是，政府在城市社区向下延伸公共安全职能机构，扩大管理的范围，提升国

家对城市人口的管理水平。职能部门的向下延伸集中地反映在警察部门和法院的结构与职能
的变化上面。
对于警察机关来说，城市公共场所的治安巡逻与社区警务是变化的主要形式与内容。瑒瑦

１９９３年，为了改变警察在办公室坐等事情发生的被动执勤的弊端，公安部要求所有大城市成立
治安巡逻队伍，开始在街道上巡逻。承担街道巡逻任务的警力不再是交巡警各自为政，而是由
交巡警合一构成的机构。在街面上，参与巡逻任务的队伍还包括公安内部的其他警种，除了巡
警之外，特警和刑警是另外两支重要的力量，前者主要负责处置紧急治安事件，例如，群体性事
件，而后者负责日常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调查。
社区警务关系到治安预防的“点”与“面”的问题，是国家精心设计的防控系统的重要一环。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公安部强化了基层派出所的功能，推行社区警务工作，将派出所的功能向防范、
管理与群众工作转移。瑒瑧 各级城市政府以派出所为中心，对基层警务工作进行改革，建立了大量
的组织与制度，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基层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中。不同于街道巡逻，社区警
务不仅要从事社区内的治安巡逻，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大的精力进行治安的排查。为此，社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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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改革强调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赋予派出所在辖区内治安巡逻的功能；二是在城市社区建
立各种警务室；三是在基层社区派出大量的警察，从事治安巡查工作。瑒瑨

法院在城市基层向下延伸，在原则上和功能上都类似于公安机关，既强调司法工作的主动
性，又突出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在现有的司法体系结构中，法院或法庭向下只设置到城市的街
道一级。这些基层司法机构通常只有几名办案法官，而管辖的人口却数量众多。大量的社会矛
盾由于司法能力的不足而游离在国家的控制之外，有些矛盾经过长时间累积而演变升级为恶性
社会冲突。在“司法为民”的大背景之下，司法机构向下延伸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基层社会控制薄
弱的问题。基层法院的主要做法是，在城市社区派驻法官，设立法官工作室，采取“一个社区，一
个法官”的模式。
第二个关键机制是，在城市社区，国家建立起专门的社会矛盾化解机构。在过去，由于部门

分散、权属职责不清等结构性问题，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效率普遍不高，导致人民群众的诉求无
处申诉、无法申诉的难题。结果，周期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也成为困扰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尝试在基层政府建立专门负责接收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机构，将这种机构的
工作目标定位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上面。因此，在实践当中，这种专门机构通常存在两种设置
模式，一个是“大调解”模式，另一个则是以法院为中心的“三调联动”模式。两种模式的共同特
点包括：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合并在一起；资源共享，
既分工又协作。在“大调解”的模式中，县／区政法委、综治委牵头建立工作平台，而在“三调联
动”模式中，各级县／区法院都成立了诉讼调解对接中心，中心隶属于法院，不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在社会矛盾治理机构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而有效的协作关系。整体性治理（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理论特别强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行动，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提供一站式与可
持续的公共服务。瑒瑩 在社会矛盾专业机构的设置当中，国家考虑到部门协同的重要性，对相关机
构的权力关系予以制度化。大调解模式与三调联动模式都具有协同调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
下，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以及有关机构组织能够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
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以及社会调解的综合优势。瑓瑠

制度化的协作机制集中地反映在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变化上面。
考虑到由于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没有多少约束力而导致人民调解效力低下的问题，２００９年，最高
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允许基层法院对通过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提高人民调
解的法律效力和权威。瑓瑡 ２０１０年，这个功能被写进了《人民调解法》。该法第３３条规定，“人民法
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居间调解的矛盾纠纷，也常常因为双方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而使得
矛盾持续，有些矛盾还会常常进入司法领域，有的甚至出现冲突升级的现象。为了避免类似于人民
调解因权威不足而带来的调解能力低下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司法确认。瑏瑦

在一个人口庞大、工业化基础较为薄弱的大国推行快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政策，是一项亘
古未有的社会实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项兼具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重目标的实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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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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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化的核心指标，而且实现目标的政治成本非常低，没有发生过具有政治挑
战性的不稳定事件。中国的城市化案例挑战了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命题，那就是，几乎很少发展
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能够避免政治不稳定、大规模的抗议绵延不绝、以至于脆弱的政权在抗
议之中解体崩溃。本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
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三个维度，解释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能够维持政治稳定。
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还有众多领域（宏观的、中观的或微观的）构成中国现代化

完整图景的组成部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国家基础权力在对中国城市化做出积极贡献的
经验，是否能够被复制到其他领域呢？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已经验证了“没有国家，就没有发
展”的命题瑓瑣，中国是否可以支持“没有国家，就没有稳定”的未知命题呢？这个未知命题有待未
来广泛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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